
云南乌铜走银技艺源起考辨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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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乌铜走银技艺是云南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关于其起源时间，因缺乏实物鉴定研究，学界多
依据 《云南风土记》《石屏县志》等５篇文献的记载，认为其出现于清雍正年间 （１７２２—１７３５）。然而，笔者经
过对记载史料的逐一考辨，发现其中存在很大的纰漏，不足以支撑该说法。经对相关史料重新进行梳理和考证，

乌铜走银技艺出现的时间应在同治时期，伴随刻铜墨盒的兴盛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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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铜走银技艺是指在锻造好的乌铜片上錾刻图案，而后高温加热银块或银屑使其融化 “走”

满阴刻的凹槽，再经过打磨、抛光、捂黑等工序，最终形成一个黑白分明的乌铜器。该技艺是云

南省特有的金属加工工艺，亦是西南地区金属加工工艺水平的典型代表，２０１１年被列入第三批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该技艺出现于清雍正年间，然而该说法有

两点值得商榷：

第一，通过实物鉴定年代的相关研究缺失。目前并没有发现有清雍正时期，乃至其后一百多

年间的乌铜走银器存世，故缺乏实物鉴定印证此说法。

第二，对史料的误读。目前发现记载乌铜走银的史料仅有 《云南风土记》《昆明县志》《续

修昆明县志》《石屏县志》和 《新纂云南通志》５份文献以及民间传说，其可靠性有待进一步考
证。同时，不同文献中相关时间和内容的记载存在偏差，缺乏相互的印证。

有很多研究乌铜走银技艺的学者直接引用该说法而不加考证，从而导致人们对于乌铜走银技

艺起源时间产生了错误认识。为此，有必要对被认为记载乌铜走银技艺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的梳

理和考证，从而重新审视乌铜走银技艺出现的时间。

一　乌铜走银技艺起源清雍正时期观点的形成
最早提出乌铜走银技艺出现于清代中期的观点来自许昆，在他的硕士学位论文 《云南古代

乌铜研究》（２００３年）中，列举了 《云南风土记》 《昆明县志》 《石屏县志》和 《新纂云南通

志》４份记载乌铜走银的文献。这４份文献以及 《续修昆明县志》，是目前研究乌铜走银技艺历

史的学者所依据的仅有的５份记载乌铜走银的资料。
其中，《云南风土记》被认为是５份文献中最早涉及乌铜走银的史料。许昆在他的论文参考

文献中将 《云南风土记》的写作时间标注为清乾隆时期。按照他的说法， “一般说生产早于记

载”的，因此乌铜走银技艺出现的时间 “至迟不会晚于清中期”①。在他的另外几篇文章，如

《云南古代乌铜走银》（２００１年）和 《云南古代乌铜成分和表面分析》（２００３年）中，对乌铜走
银技艺出现的时间表述都较为隐晦，均称在清代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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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昆明理工大学高层次人才平台建设项目 “艺术介入云南特色文化产业发展路径与价值评估”（项目编

号：ＫＫＫＰ２０１８５５００６）、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人文社科类基金项目 “非遗视域下云南民族博物馆文创产品

的创新设计研究”（项目编号：２０１９Ｙ００４４）的阶段性成果。
许昆：《云南古代乌铜研究》，昆明理工大学材料工程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３年，第３页。





至于乌铜走银始于清雍正年间的观点，则来自李晓岑２００３年发表的 《云南的斑铜与乌铜走

银》一文。他在文章中写道： “（乌铜走银）约创始于清雍正年间，为滇南石屏县的岳姓所创

制。”① 并指出 《云南风土记》中有大理产乌铜的记载。然而，为何说乌铜走银出现于清雍正时

期，李晓岑并未说明。此后，不论是学界还是产业界，凡涉及乌铜走银起源时间的，均表述为清

雍正年间而不加以考证，也无人提出新的证据来证明或质疑该说法。最终，乌铜走银技艺起源于

清雍正年间几乎成为了人们的共识。

二　《云南风土记》的 “走乌白铜”之辨

上述两位学者关于乌铜走银时间的考量实际上并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一方面两位学者的证

据过于单薄，仅以 《云南风土记》中出现的只言片语推测乌铜走银技艺出现于清雍正年间过于

武断。另一方面，两位学者在引用 《云南风土记》时，对其写成时间和文中所指对象是否为乌

铜走银器考证的都不够完善，甚至存在明显错误，具体如下：

其一，许昆指出 《云南风土记》写成时间是清乾隆年间，并将其标注为 “专著”。但据笔者

查证，《云南风土记》实际是一篇千字左右的游记。纵观全文，作者并没有说明该文写于何时，

更没有说明其写于乾隆年间，文章的内容也没有透露出任何其写成于乾隆年间的信息②，故许昆

所说的时间是否准确需要进一步考察。

经考证，《云南风土记》为张咏所写，后被王锡祺 （１８５５—１９１３）收录于 《小方壶斋舆地丛

钞》一书中。该书始编于１８８０年，先后历经３次补编，于１８９８最终完成。③ 关于张咏的生卒年
月、何时何事来到云南均无从考证，王锡祺在书中仅介绍张咏为清太仓人。从记文内容可以看

出，张咏对大理府的风土人情介绍的颇为详细，尤其文中提到 “府署中有 （桂树）四五本，书

室云古山房，庭心二树，尤极丛茂”④，可知作者曾亲自到过大理府。另据道光时期 《云南通

志·官制提名》记载：“大理知府张瞻洛，太仓人，乾隆二十八年来任。”⑤ 故推测张咏很可能

是于该时期和张瞻洛一起来到大理府的，因此 《云南风土记》的写成时间应是在乾隆二十八年

（１７６３）之后。
其二，记文并未直接提及 “乌铜走银” “走银” “乌铜”等名称，而是记载了每年三月中

旬，大理西门外各种商贩汇集此地，兜售各种奇珍异宝，“如宝石、琥珀、翡翠、玛瑙、车渠、

赤金、珍珠、风磨铜、缅锡、缅锦、珐琅、走乌白铜、象牙、象尾、五色石……”。何以两位学

者将 《云南风土记》作为记载乌铜走银技艺的文献呢？在许昆的文章中将原文的 “走乌白铜”

误引用为 “青乌白铜”，并据此认为 “乌铜走银器属于青乌白铜之类”⑥。尚不论引用的正确与

否，许昆在这里也并没有说明乌铜走银为什么属于青乌白铜之类。

那么，“走乌白铜”是否是指乌铜走银？或者是否包含乌铜走银呢？实际上这涉及句读问

题。在 《云南风土记》中，作者并没有给记文作句读。通过分析记文中的句读，有以下几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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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岑：《云南的斑铜与乌铜走银》，《中国科技史料》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参见张咏：《云南风土记》，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光绪十七年 （１８９１）上海著易堂铅印本，第７
帙４册。
参见刘镇伟：《再论王锡祺及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三补编〉》，《中国科技史料》１９９４年第４期。
张咏：《云南风土记》，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光绪十七年上海著易堂铅印本，第７帙４册。
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卷１２，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４９页。
许昆：《云南古代乌铜成分和表面分析》，《云南冶金》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能的情况：

（１）“珐琅”“走乌白铜”；
（２）“珐琅走乌”“白铜”；
（３）“珐琅”“走乌”“白铜”；
（４）“珐琅”“走乌、白铜”，即 “珐琅”“走乌铜”“走白铜”；

（５）“珐琅”、“走、乌、白铜”，即 “珐琅”、“走铜”、“乌铜”、“白铜”。

笔者认为 （１）中句读更为准确， “走乌”是来修饰 “白铜”的。云南自古产白铜，东晋

《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堂螂县，因山得名也。出银、铅、白铜、杂药。”① 堂螂县就位于

现在的云南省境内。清代以来，白铜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甚至出现了专门生产白铜器的工厂。

刘慰三 《滇南志略》记载，康熙四十四年 （１７０５）“迤西易门京铜局、白铜局、官铅店，布政兼
管”②。又据乾隆檀萃 《滇海虞衡志》记载：“白铜面盘，惟滇制最天下，皆江宁匠造之……白

铜别器甚多。”③ 由此可知，早在康熙年间云南就已大量生产白铜器物，且品类众多，流传甚广。

所谓 “走乌白铜”实际是白铜器上图案的刻痕内形成的深色铜锈，一般铜制器物成形以后都要

经过打磨和抛光处理，表面呈亮白色，而图案的刻痕由于窄小，很难打磨到，遂仍保留着黑色铜

质，于是黑色刻痕与光亮的白铜表面形成黑白对比，人们在观看时仿佛是乌黑的线条 “走”出

来的纹路，故称其为 “走乌白铜”。

乌铜走银技艺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合金乌铜的配制。乌铜主要原料为紫铜，通过加入

金、银等金属元素改变紫铜的物理特性，在与呈酸性汗液接触后发生化学反应，从而将紫红

色的乌铜转变成黑色。时间越久乌铜的表面就越黑，直至发亮，最终与 “走”银的图案形成

了强烈的黑白对比。二是利用两种金属的不同熔点进行镶嵌。两个特征必须同时具备，否则

乌铜走银技艺也就无从谈起。（２） （３） （４） （５）中的句读方式都很难同时满足以上两个
条件。

具体看来，（２）中 “珐琅走乌”亦即 “走乌珐琅”，字面理解为珐琅上 “走乌”。珐琅本

身就是一种运用于金属、陶瓷、玻璃等上面的装饰材料，再在珐琅上 “走”乌岂不是多此一

举。从两者的熔点来看，珐琅熔点一般在６００—７００℃④，而铜的熔点是 １０８４℃左右，乌铜尚
未融化珐琅就已经融化了，根本不可能在珐琅上 “走”乌铜。因此，排除了 （２）中句读的
可能性。

乌铜走银技艺所 “走”之物为银块或银屑，有时用金代替银，称其为 “乌铜走金”。

（３）中 “走乌”乃是一个动词，假使 “走乌”就是 “走乌铜”的简称，那么 “走乌”于何物之

上也并未说明，并不能够像 “乌铜走银” “乌铜走金” “走乌白铜”这样完整的表述。因此，

（３）中句读的方式本身就不能成立，故排除。
通览 《云南风土记》全文可知，作者并不喜欢使用长句或并列句式。如作者在列举奇珍

异宝时出现 “缅锡缅锦”，若按照 （４）和 （５）的写作习惯，作者亦可以将此句写成 “缅锡

锦”或 “缅锦锡”代替 “缅锡缅锦”。同时，在此句中还出现 “风磨铜”，作者也并没有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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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璩著，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１９８４年，第４１６页。
刘慰三：《滇南志略》卷１，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卷１３，第７３页。
檀萃：《滇海虞衡志》卷之五 《志器》，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卷１１，第１８９页。
参见苗建民：《扫描电镜对清代掐丝珐琅制作工艺的研究》，２００２年中国材料研讨会论文集，２００２年，
第２０９８页。



它与 “走乌白铜”并列，即写成 “风磨走乌白铜”，来代指 “风磨铜”“走乌铜”“走白铜”，

或者 “风磨铜”“走铜”“乌铜”“白铜”。又如作者在后面文章中写道 “桂有三种曰银曰金

曰丹”，若按 （４）和 （５）的写作习惯，作者亦应写成 “桂有三种曰金银丹”。同样地，“走

乌铜”“走白铜” “走铜”本身也并未说明走于何物之上。因此，也排除了 （４）和 （５）句
读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 《云南风土记》中所记载的 “走乌白铜”并非指乌铜走银器，乌

铜走银器亦不属于走乌白铜之列，所谓 “走乌白铜”实则是指白铜器和其表面的装饰图案。

因此，《云南风土记》并不是记载乌铜走银的文献，故不能以此作为推测或考证乌铜走银技

艺起源时间的依据。虽然清雍正时期云南冶金业进入资本主义萌芽阶段，这为乌铜走银技

艺的出现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基础，但是至今并没有发现任何该时期的乌铜走银

器存世，唯一依据的 《云南风土记》中实际上也并没有记载乌铜走银器，故据此将乌铜走

银技艺起源时间认定为清雍正时期的说法是不准确的，至少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来

支持此观点。

三　地方志中乌铜走银技艺起源时间的界定
既然 《云南风土记》不能够作为乌铜走银技艺起源于清雍正时期的依据，其他４份文献是

否能够找到证据来支持此观点呢？实际上，目前学界所发现的 《石屏县志》《昆明县志》《续修

昆明县志》和 《新纂云南通志》４份文献成书时间要远远晚于清雍正时期，且大都没有记载乌
铜走银技艺起源的时间。

（一）《石屏县志》中的相关记载。历史上，截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石屏县共修过

８部志书①，分别是：
万历二十六年 （１５９８），萧廷对纂修 《石屏州志》；崇祯元年 （１６２８）顾庆恩纂修 《石屏州

志》；康熙十二年 （１６７３）程封纂修 《石屏州志》；康熙三十八年张毓瑞纂修 《续修石屏州志》；

康熙末年许贺来纂修 《石屏志稿》；乾隆二十四年 （１７５９）管学宣纂修 《重修石屏州志》；乾隆

四十五年吕缵先修纂 《续修石屏州志》；民国２年 （１９１３）袁嘉修纂 《石屏县志》。

其中，袁嘉 （１８７２—１９３７）于民国２—２７年 （１９１３—１９３８）纂修的民国 《石屏县志》中

首次出现乌铜走银技艺的记载，但仅阐释了乌铜走银技艺的特点和生产状况，并未说明这一技艺

出现的时间。文中写道：“乌铜———以金及铜化合成器，淡红色。岳家湾产者最佳。按乌铜器始

惟岳氏能制，今时能者日众。省市肆盛行，工厂中有聘作教师者。”②

从这里可以得到两点信息：第一，乌铜走银技艺最初只有石屏县岳家湾岳氏所掌握。袁嘉

生于云南石屏，并一直在此长大，笔者考察袁的相关著作发现，其青年时期曾创作长诗 《异龙

湖歌》表达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其中就提及乌铜器，诗云：“器精称乌铜，饭精称紫米。”③ 该

诗写于１８９０年前后，这是目前发现较早的且可以确定是提及乌铜走银的文献。结合对乌铜走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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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云南省志》卷末，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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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嘉：《异龙湖歌一百韵》，《袁嘉文集》第５卷，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１２页。



传承人的访谈①，基本可以确定乌铜走银技艺发源石屏岳氏。第二，在袁嘉编纂 《石屏县志》

时 （即１９１３年），乌铜走银技艺已在云南省内流行起来，且达到了一定规模。乌铜走银技艺传
承人金永才 （１９５３年生）在一次采访中回忆说：“乌铜走银最鼎盛的时代是清末民初，当时昆明
有二三十家店铺经营乌铜走银器。”② 这一说法基本与袁嘉版 《石屏县志》内容相吻合。故可

断定，乌铜走银技艺在清末民初之后达到鼎盛时期。

此外，笔者翻检管学宣版 《重修石屏州志》 （１７５９）和吕缵先版 《续修石屏州志》

（１７８０）③，均没有乌铜走银技艺的记载。如果乌铜走银技艺在雍正年间就已在石屏地区出现，那
两版县志不可能没有任何记载的。故笔者推测，乌铜走银技艺可能是在１７８０年之后才在石屏地区
出现。

（二）《昆明县志》和 《续修昆明县志》中的相关记载。《昆明县志》是清戴纲孙 （也有称

其为 “戴炯孙”）于道光十六年 （１８３６）着手编写，历时５年完成，光绪二十七年 （１９０１）复
印出版，命名为道光 《昆明县志》。１９２５年，倪惟钦和陈荣昌共同纂 《昆明县志》，同年刊印。

但由于编纂的不完备，二人对其重加整编补订，后来顾视高总其事，将此修订版命名为 《续修

昆明县志》，１９２９年出版。④
据许昆介绍，道光 《昆明县志》记载：“其造墨匣及小件炉瓶，质如古铜，话 （画）花纹字画以

银片嵌入者，则为乌铜器，且又有乌铜走银器之称。”⑤ 但笔者考证发现，此句实际出现于１９２５年
修纂的 《续修昆明县志》⑥，道光 《昆明县志》并没有出现此句，也没有乌铜走银器的相关记载。

据袁嘉版 《石屏县志》记载乌铜走银技艺最初只有石屏岳家湾岳氏掌握，而后该技艺流

传到各地。通览道光 《昆明县志》，作者多次提到石屏，若该时期石屏岳氏已掌握了乌铜走银这

一独特技艺或者乌铜走银技艺已在石屏地区出现，为什么没有任何记载？可以肯定的是，《昆明

县志》并不能证明该时期昆明地区已经出现了乌铜走银技艺。

笔者考证发现，有文献记载昆明地区出现乌铜走银技艺是在１８８４年前后。罗养儒 （１８７８年
生）晚年将自己早年间在昆明地区的所见所闻记述成书，命名为 《纪我所知集》（今改名为 《云

南掌故》）。书中曾有一篇专门回忆光绪十年 （１８８４）后昆明的所有行业，其中写道： “有乌铜
铺，专门生产乌铜墨盒及一切乌铜制品。”⑦ 由此可知，在１８８４年前后，昆明地区已出现了乌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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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忠祥回忆，岳家先是在石屏做工，后在昆明开设乌铜走银店。参见王洪伟：《岳飞后代最后的乌铜走银传

人》，《中华遗产》２００５年第６期。按金永才先生所说，他的师父李加汝就是从岳氏后人处习得乌铜走银技
艺的。参见曾文卉：《让 “乌铜走银”一直 “走”下去》，北京周报网，２０１２年 ７月 １２日，ｈｔｔｐ：／／
ｗｗｗｂｅｉｊｉｎｇｒｅｖｉｅｗｃｏｍｃｎ／２００９ｎｅｗｓ／ｗｅｎｙｕ／ｚｏｎｇｈｅｎｇ／２０１２—０７／１２／ｃｏｎｔｅｎｔ＿４６７３２２ｈｔｍ。袁昆林在采访中曾
说，袁家的乌铜走银技艺是他的爷爷专门去石屏学的。参见余小舵：《乌铜走银农村有人———云南晋宁民间

艺人袁坤林的困惑》，《农村实用技术》２０１０年第９期。
曾文卉：《让 “乌铜走银”一直 “走”下去》，北京周报网，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２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ｅｉｊｉｎｇｒｅｖｉｅｗ
ｃｏｍｃｎ／２００９ｎｅｗｓ／ｗｅｎｙｕ／ｚｏｎｇｈｅｎｇ／２０１２—０７／１２／ｃｏｎｔｅｎｔ＿４６７３２２ｈｔｍ。
参见管学宣、吕缵先修，余孟良校注：《石屏州志》，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参见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云南省志》卷末。

许昆：《云南古代乌铜研究》，昆明理工大学材料工程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３年，第２页。
陈荣昌、顾视高总纂，年四国校注：民国 《续修昆明县志校注》，云南民族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４２１页。
罗养儒著，李春龙等点校：《云南掌故》，云南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０３页。



走银技艺。王洪伟①与王东方②两位学者，曾先后对乌铜走银技艺传承人进行了实地走访和调

研。根据岳氏后人岳忠祥 （１９３８年生）的口述，结合金永才的采访报道③，以及存世的乌铜走
银器实物，可将乌铜走银技艺的传承谱系追溯到清光绪初年 （１８７５年左右）。其谱系如下：

第一代：岳忠祥的曾祖父，名字不详，约在清光绪年间于昆明活动。

第二代：岳忠祥的祖父岳恒康 （约１８７５—１９４５）。同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岳应 （生卒不详），

现有民国时期岳应款乌铜走银墨盒存世；陈鸿 （生卒不详），现有光绪癸巳年 （１８９３）款乌铜走
银墨盒存世；潘 （生卒不详），现有光绪丁酉年款乌铜走银墨盒存世。

第三代：岳忠祥的父亲岳顺宝 （１９０５—１９８３）。
第四代：岳忠祥的堂兄岳忠明 （生卒不详），资料记载在昆明的武成路民生街５７号开设乌

铜走银店铺④，后把乌铜走银技艺传授给郎舅苏继承 （１９１６—１９６２）；岳忠祥，１９３８年生，１１岁
时跟随父亲岳顺宝学习乌铜走银技艺；同时期的还有岳家店铺学徒李加汝 （生卒不详）。

第五代：金永才 （１９５３年生），李加汝的徒弟，现为乌铜走银技艺国家级传承人；岳忠祥的
女儿岳丽娟 （１９７２年生），从父亲岳忠祥处习得乌铜走银技艺。

此外，１９９０年云南石屏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 《石屏县志》记载，至民国以后，岳氏后人

岳忠明继承祖传工艺，并曾在昆明开设店铺生产和出售乌铜走银器，后因岳忠明无男嗣传于郎舅

苏继承 （１９１６—１９６２）。⑤ 基本上与两位学者对乌铜走银技艺传承人的实地考察情况相一致。同
时，两位学者实地考察的结果也印证了罗养儒 《纪我所知集》中所记载的１８８４年昆明地区出现
了乌铜走银店铺。由此进一步推断，乌铜走银技艺应于光绪初期传至昆明。

（三）民国 《新纂云南通志》中的相关记载。１９３１年，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提案重修
省志，由周锺岳等人主持编纂 《新纂云南通志》，于１９４４年修纂完成并付印。⑥ 此次修纂省志还
邀请了秦光玉、袁嘉、方国瑜、方树梅等精通云南史籍的学者担任编审。在此之前，几位先生

都曾有云南省历史研究的相关著述问世，尤其是在云南省的方志编修和史料整理方面作出过巨大

的贡献。然而，《新纂云南通志》中也没有提到乌铜走银技艺出现的时间及相关的史料信息。原

文仅记述：“乌铜器制于石屏，如墨盒、花瓶等，錾刻花纹或篆、隶、正、草书于上，以银屑铺

錾刻花纹上 （熔）之，磨平，用手汗浸渍之，形式古雅，远近购者珍之。”⑦

由此可知，此前仅有的５份被认为记载乌铜走银的文献中，乾隆时期的 《云南风土记》和

道光时期的 《昆明县志》（１８３６—１８４１）实际上并没有涉及乌铜走银的相关内容；《石屏县志》
（１９１３年始修）、《续修昆明县志》（１９２５年始修）和民国 《新纂云南通志》（１９３１年始修）３种
地方志虽然记载了乌铜走银技艺的的相关内容，但是并没有直接提及其起源时间。从这些地方志

的书写的时间可以看出，最早记载乌铜走银技艺文献的是袁嘉１９１３年始修的 《石屏县志》。

从此版县志可以了解到，乌铜走银技艺起源于石屏，在清末民初之后达到鼎盛时期，这一点从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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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洪伟：《岳飞后代最后的乌铜走银传人》，《中华遗产》２００５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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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石屏县志编纂委员会：《石屏县志》第２５编 《人物志》，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参见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云南省志》卷末。

周锺岳：民国 《新纂云南通志》卷７，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８２页。



铜走银传承人的回忆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根据梳理出的乌铜走银技艺传承谱系和罗养儒的 《纪

我所知集》中的相关内容可推断，乌铜走银技艺应于光绪初期传至昆明。

四　乌铜走银技艺源起再辨
至于乌铜走银技艺起源的时间，笔者认为它是在刻铜墨盒出现之后 （即同治时期）产生，

并随着刻铜墨盒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刻铜墨盒的衰落而衰落。其发展经历了刻铜墨盒、铜走银墨

盒和乌铜走银墨盒３个阶段，而后衍生出其他乌铜走银器物。
首先，从两者记载资料的时间顺序来看。目前所发现的有关乌铜走银的记载都是在光绪之

后，且记载中都会专门提到乌铜走银墨盒。如罗养儒 《纪我所知集》提到 “铜墨盒及一切乌铜

制品”。《续修昆明县志》记载：“其造墨匣及小件炉瓶，质如古铜。” 《新纂云南通志》记载：

“乌铜器制于石屏，如墨盒、花瓶。”这一方面反映了乌铜走银墨盒在当时比较受欢迎，另一方

面笔者推断乌铜走银技艺最早就是制作墨盒的。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目前发现存世最早的

（即落款陈鸿的光绪癸巳年的乌铜走银墨盒）和最多的乌铜走银器都是乌铜走银墨盒了，并且都

是在刻铜墨盒出现之后才出现的。

就墨盒自身而言，其大致出现于道光年间 （１８２１—１８５０），而刻铜墨盒的盛行则认为是在同
治初年 （１８６２年前后），以陈寅生 （１８３０—１９０８）在北京琉璃厂开设万丰斋墨盒店专营铜墨盒
为标志。① 乌铜走银墨盒改变了普通墨盒的材料，采用可以 “捂黑”的乌铜。同时，在刻铜的

基础上加入了 “走”银工序，其技术难度要远大于普通的刻铜墨盒，故乌铜走银墨盒晚于刻铜

墨盒出现，在时间关系上是符合逻辑的。若乌铜走银技艺在刻铜墨盒之前出现，那么势必会有乌

铜走银技艺的相关记载和其他乌铜走银器存世。

其次，从乌铜走银技艺产生的动因看。乌铜走银产生于石屏被认为主要有３个原因：一是丰
富的矿产资源为其提供了连续不断的原材料；二是独特的金属加工工艺为其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

础；三是儒家文化的影响为其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② 在金属的储存量和丰富性方面，石屏地

区远不如东川、会泽、蒙自、武定；在加工工艺方面，东川的斑铜、个旧的锡器、永胜的珐琅也

在其之前。按道理，乌铜走银技艺更有可能在这些地方出现，故笔者认为更为主要的原因是文化

的影响为其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据袁嘉版 《石屏县志》记载： “石屏自元至正年间建文

庙，立庙学，建学设科，人才辈出。明清两代文教诞敷。”③ 在明朝初年，为了边疆的稳定和经

济的发展，统治者把中原地区的王公贵族迁徙到西南地区，其中受过良好教育的王公贵族大部分

来到了今天的石屏地区。他们的到来促进了中原文化的传播，读书兴学在这里成为了一种普遍的

社会风尚。“民间不问贫富之家，皆以教子读书为荣。”④ 据统计，明清两代，石屏县出现了翰

林１６人、文进士６５人、文武举人６３８人、贡生７００余名，以及云南唯一的经济特科状元袁嘉
，仅次于昆明和大理。⑤ 因此，文房用具的需求量相对其他地区要多，生产文房用具的工艺相

较于云南其他地方也就发展的更快些。故当北京刻铜墨盒在文人之间受到追捧的时候，石屏的铜

匠便开始模仿他们制作刻铜墨盒。

７９云南乌铜走银技艺源起考辨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谢松岱：《论墨绝句》，转引自周继烈：《说刻铜墨盒》，《荣宝斋》２０００年第５期。
参见王东方：《乌铜走银的造型、装饰与传承》，云南师范大学美术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３年。
袁嘉、孙官生编：民国 《石屏县志》卷７，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４２１页。
云南省石屏县志编纂委员会：《石屏县志》第１８编 《教育志》，第５１８页。
参见云南省石屏县志编纂委员会：《石屏县志》第１８编 《教育志》。



“一件艺术水平极高的刻铜艺术品，应该是书画家与刻铜高手相互沟通、神志暗合的产

物。”① 相较于北京等地刻铜墨盒往往是书画家和刻铜高手结合的产物，石屏地区的铜墨盒更多

是由工匠单独创作，故在錾刻的艺术性上要略逊于他们。于是，深谙金属属性的工匠尝试在技术

上改进刻铜墨盒以弥补这一缺陷，他们借鉴了景泰蓝工艺———在金属胎上做好纹样，在图案内填

上珐琅料，然后高温加热使其硫化并与金属外壁结合在一起，再经过磨光、镀金等工序呈现出宝

石镶嵌的效果。乌铜走银则是高温加热银，两者在原理上是一致。乌铜走银的匠人喜欢把乌铜走

银与景泰蓝作比较，将两者并称为 “天下铜艺双璧”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之所以用银代替珐琅，一是珐琅的配方民间当时尚未普及，直至 “清朝晚期，随着皇室工

匠的流失，景泰蓝工艺开始 ‘移居’民间作坊”②；二是银作为 “金银铜铁锡”五金之一，历来

受人们青睐，与金相比，其熔点与铜的熔点相差较大，便于 “走”的工序。与锡相比，银的质

地更为坚硬牢固。

为了使所 “走”银能够很好地与铜结合在一起，于是在纯铜里面加入微量的银等金属元素，

这样高温融化银的时候，铜里面的银也处在融化的状态，两者就能够牢固的焊合在一起。一次，

匠人在炼铜时不小心将自己的金戒指掉进了融化的铜浆中，虽然很着急，但无奈戒指很快融化，

也只能继续加工，就这样第一件乌铜走银器———墨盒诞生了。而后匠人不断改善，使得乌铜走银

技艺日趋成熟，乌铜走银墨盒也越来越受人们的青睐，求购者络绎不绝。于是岳家于光绪初年在

昆明开设了乌铜走银店铺。这就是为什么岳氏后人的回忆和资料的记载都是在光绪之后。

最后，从刻铜墨盒与乌铜走技艺的发展轨迹来看，两者也基本一致。同治时期 （１８６２—
１８７４），乌铜走银伴随着刻铜墨盒盛行而出现，于光绪初期 （约１８７５—１８８４）在昆明开设店铺，
经过多年的发展，与清末民初达到鼎盛，出现了岳应、岳炳、岳永康、岳顺宝、岳忠明等代表人

物。而这一时期刻铜墨盒也迎来自己的第二高峰，出现了张樾丞、张寿丞、姚锡久、孙华堂等刻

铜艺术家。周继烈曾指出：“同光时代是第一个刻铜墨盒的辉煌期，民初到四十年代是第二个辉

煌期，此后墨盒实用价值日渐被新型文具取代，刻铜墨盒几近消亡。”③ 而也正是在１９４０年左右
乌铜走银技艺逐渐衰退。资料记载，龙云执政云南期间就经常订制乌铜走银墨盒赠予他人；１９３６
年，个碧石铁路通车也订制了专门款的乌铜走银墨盒。④ 在这之后，随着墨盒被新型文具所取代

而渐趋衰退，乌铜走银墨盒以及其他乌铜走银器也渐渐销声匿迹，直到近十几年，才又重新回到

人们的视野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乌铜走银技艺起源于同治时期 （１８６２—１８７４）的石屏，伴随着刻铜墨
盒的兴盛而产生，光绪初期石屏岳氏在昆明开设乌铜走银店铺，清末民初乌铜走银的发展达到鼎

盛时期，在１９４０年左右逐渐走向衰退。

（作者单位：昆明理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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